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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养老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全国一样，

目前上海郊区农民养老模式主要依赖家庭或个人，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虽然存在强烈

的需求，但社会养老保障的组织供给问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

区和国际大都市，上海在探索和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方面显然也处于领先地位，其

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地推出了小城镇社会保险模式，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

老保障问题为突破口，在传统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外为上海农村养

老保障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二是上海市并没有放弃对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制度改

造和完善的尝试，相反，在完善农保的基础上推出了土地征用补贴保障，并鼓励商业养老保

险和综合保险等多种社会养老保障方式的并行发展。总之，多元化的上海农村社会养老保
障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则是上海农民最重要的

两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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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参加意愿研究多数是基于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农民参保意愿

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如乐章（2004）以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保险参加意愿与保险水

平选择两个层面的考察发现，尽管家庭保障、土地保障仍然是农民规避老年风险的主要方

式，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需求非常迫切，且其养老保险参与意向受到个人、家

庭、社区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吴罗发（2008）通过江西省 58个县（市）436 个农户的问卷调

查，并利用 Logistic 模型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进行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农民的文

化程度对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负相关，农户人均纯收入、农户劳动力

比重、农户承包耕地面积对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呈正相关。其他类似的

经验研究不仅涉及不同的地区特征（江涛等，2007），还涉及不同人群类型的差异等（肖云

等，2005）。

已有研究的局限在于抽样调查问卷关于农民是否愿意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问题设计

一般比较主观，如常见问题设计为“根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容及您自己的经济条

件，您是否愿意参加”，农民参保的主观意愿和实际参保行为是存在一定偏差。同时，抽样调

查的误差及相关信度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使用村庄层面的最新农

业普查数据来替代面向农民个体的抽样调查数据，即根据一个村庄实际参加农村社会保险

的农民规模占村庄全部人口的比例则比较客观地度量出农民参与农村社会保险的行为选

择，并且普查数据可以避免抽样调查的系统误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研究的局限

性。本研究试图探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上海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并利用农业

普查数据分析村庄层面农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农保和征地补贴保

障养老金标准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最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和讨论上海市农保和镇保这

两种最重要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效率特征和激励效应的差异。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局 2007 年第二次农业普查办公室提供的上海市行

政村普查数据。该次农业普查对象涉及上海市所有登记为村民委员会的行政村及列为农

业普查农村范围内的居民委员会和具有村级行政管理职能的农（村、牧、渔）场的管理机构。

普查的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涉及本研究有关的包括村庄的基本特征、人口情况、耕地

投资及村民自治和村级经济收支情况等。实际普查的村庄数目为 1 912 户，有效记录数据

为1 854户。

二、假说、背景与变量

（一）研究假说

相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言，小城镇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上海郊区具有比较

强的地方特色，农民参保的激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仅与村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

济发达程度及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等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相关，而且还受村庄的被征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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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及其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关于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村庄的地理环境有助于农

民知道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及其相关的信息知识，这一点在许多类似农民参保意愿的抽样

调查中得到了证实（乐章，2004）。与基于个人的调查研究相类似，经济收入和人口规模等因
素也是影响农民参保激励的重要变量，但是，不同的是在村庄层面的研究中，影响的因素不

再是农民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家庭人口规模，而是村庄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村庄自身的人口规

模会影响一个村庄的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及其享受的保障水平。对于相对富裕的村
庄，集体经济提供给农民养老保险养老金的补贴会明显高于那些落后的村落，而这也显然

会提供富裕村庄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当然，在上海各区县，由于区财政和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补贴水平的不同，有一些地方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可能会达到 289 元或
426 元不等，但这些农民所占比重毕竟不高，而且，这些养老金事实上是村集体经济收入对
老年农民的一种补偿，既不规范，也不一定稳定（杨子春，2007）。
其次，关于村庄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问题。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大量的研究围绕村
庄基层民主是否强化了村庄的治理问题发生了有趣的争论（王书娜、姚洋，2007）。支持性的
观点认为基层民主可以产生更加公平的公共物品的供给（Bardhan 等，2005），但反对的证据
却争辩基层民主及其分权决策会阻止公共物品的提供（Besley等，2000）。在村庄层面，基层
民主不仅体现在村庄领导人的选举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乡村的具体治理方面，如有关集

体资产的处置和管理，关键的权力问题是集中于董事长决定、村干部决定还是村民大会的
分散化表决决定。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发达地区大量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及其集体资产管
理的民主化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基层组织对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激励及其保障水平。
再次，关于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及其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目前，上海小城镇保险主要
吸引被征地农民参加，其覆盖面过去一直没有农村养老保险大。由于被征地农民根据现行
的法规，征地单位必须为其缴纳小城镇养老保险费，从而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将直接影响农

民参加小城镇保险的规模。并且，小城镇保险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种不同的保障制度本
身也存在相互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当一个村庄农民更多地选择参加小城镇保险，则必然会
降低该村庄农民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此外，村庄的集体经济支出结构中福利性开支
比例的增加可以作为一个控制性因素考虑对农民的养老保障金尤其是征地养老补贴水平

具有潜在的影响。
（二）上海郊区农民养老保障：一个总体描述

与全国不同，上海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可供选择的空间更大一些。具体的养老保障方
式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小城镇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及征地补贴养老和
综合保险。以下重点讨论上海农民对于上述不同养老保障方式的参保状况及其养老金水平
和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供给状况等。
从社会养老保障参保水平来看，目前，上海市共有 257.3 万郊区居民参加了某种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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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市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

社会养老保险，其中，郊区居民参加比重最高的是农村养老保险和小城镇社会保险，其参加

比例分别为 39.8%和 25.7%，两项合计达到 65.5%。其次，还有 14.9%和 10.2%的农村居民也
分别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此外，还分别有 5.5%和 3.9%的郊区居民享
受征地养老和参加综合保险机制（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2008）。
从分区县的数据可以看出，农保参保率最高的是崇明县，其余依次为金山区、奉贤区和

青浦区。相比之下，嘉定与闵行区的农保参保率比较低。而小城镇保险，参保率最高的是南
汇区，金山与奉贤区次之。而镇保参与率最低的是宝山区。此外，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比例最高的是浦东新区，已经达到 10.9%，而在水平最低的青浦区，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的仅有 2.1%，而多少有些难以理解的是崇明县有 11.7%的农民参加商业养老保险，
居全市最高；金山区次之。在征地补贴养老方面享有征地养老保障的农民比重最高的是松
江区，即 2万多农民享有征地养老保障，占该区全部农村人口的 4%。考虑到上海农村人口
总量包括了 277 万外来人口，因此各个区县农民也可以参加综合保险，其中宝山、松江与浦
东 3 个区农民参加综合保险的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也许与这 3 个区聚集了更多的外来人口
有关（见表 1）。

表 1 2007 年上海农村居民参加各类养老保障的人数及比重
城 保 镇 保 农 保 商 保 征地养老 综合保险 无任何保险 农村总人口

郊区合计（人） 383261 662079 1023861 261543 101325 141361 2960270 5533700
比重（%） 6.9 12.0 18.5 4.7 1.8 2.6 53.5 100.0
闵行区（人） 52126 29895 69345 6129 12919 9697 544189 724300
比重（%） 7.2 4.1 9.6 0.8 1.8 1.3 75.1 100.0
宝山区（人） 23870 12323 41391 15324 3072 28866 219454 344300
比重（%） 6.9 3.6 12.0 4.5 0.9 8.4 63.7 100.0
嘉定区（人） 42390 84288 48498 22195 18404 20071 415054 650900
比重（%） 6.5 12.9 7.5 3.4 2.8 3.1 63.8 100.0
浦东区（人） 87607 61902 66048 18670 21407 41526 506940 804100
比重（%） 10.9 7.7 8.2 2.3 2.7 5.2 63.0 100.0
金山区（人） 29428 77485 148392 43860 4053 1868 93314 398400
比重（%） 7.4 19.4 37.2 11.0 1.0 0.5 23.4 100.0
松江区（人） 19956 64740 82003 22891 20438 29138 270534 509700
比重（%） 3.9 12.7 16.1 4.5 4.0 5.7 53.1 100.0
青浦区（人） 11000 74255 104552 9244 11480 503 307166 518200
比重（%） 2.1 14.3 20.2 1.8 2.2 0.1 59.3 100.0
南汇区（人） 54023 144911 118314 36634 5083 2321 253114 614400
比重（%） 8.8 23.6 19.3 6.0 0.8 0.4 41.2 100.0
奉贤区（人） 16970 72452 112947 19694 1588 6167 168582 398400
比重（%） 4.3 18.2 28.4 4.9 0.4 1.5 42.3 100.0
崇明县（人） 45891 39828 232371 66902 2881 1204 181923 571000
比重（%） 8.0 7.0 40.7 11.7 0.5 0.2 31.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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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需要指出的是，普查数据中有 44 个记录的参加农保的人数大于村
庄人口规模，另有 12个记录参加镇保的人数大于村庄人口规模（含重复的），
还有 2 个村庄人口规模为 0。剔除这些后，剩余 1 854 个有效记录（村）。

表 2 农保与镇保参与率统计

最小值 1/4分位值 中位值 均值 3/4分位值 最大值
农保参与率 0 0.02817 0.1759 0.2292 0.3347 0.9951
镇保参与率 0 0.0348 0.1367 0.2362 0.3766 1

由于征地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农村征地过程中历史遗留问题而设计的，而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和商业保险对于一般农户而言，其进入的“门槛”费用比较高，至于综合保险主要是
针对外来常住人口设计的。可见，上海郊区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主要在于一方面需
要推进小城镇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同时应该逐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

水平，以增强对农民参加保险的激励。
（三）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的村庄分布差异：参保率、养老金标准及其若干影响变量
从农业普查的村庄数据来看，村庄层面的农民平均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小城镇保

险的比例分别为 22.9%和 23.6%（见表 2），农保参与率比小城镇保险参与率略低一些。但
是，不同村庄层面的农民参保率差异十分明显，对于有些村庄，无论农保还是镇保都没有农

民参加，其两项养老社会保险参与率都是零。而对参与率比较高的村庄而言，其基本可以达
到全员参加镇保或接近于全员参加农保（99.5%）。显然，这表明有些村庄整体被征地而全部
加入了小城镇保险。

相对而言，对于参

与率比较高的村庄而

言，3/4 分位值可以判
断出农村居民对农保

和镇保的参与率分别

为 33.5%和 37.7%，分
别高于整体村庄层面

的平均水平 10个百分点和 14个百分点。而对于参与率比较低的村庄而言，由 1/4 分位值
可以观察出，农村居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分别为 2.8%和 3.5%，其明显低于上海市村
庄层面的平均参保水平（见表 2）。这表明农保和小城镇两种养老保险模式在不同村庄层面
的分布差异巨大。
为了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或特征的村庄农民参保率的差异，我们挑选 3 个变量加以测

量，一是村庄的贫富状况，即以是否是贫困村为标准；二是村庄的地理便捷或区位特征，以

是否为镇政府驻地划分；三是村庄事务的管理风格，即有关村集体资产处置的决策是由村

民大会还是由董事长或村干部直接决定来加以衡量。从表 3可以大体上观察到农民参保率
与养老金标准在不同村庄的差异性状况。首先，关于农民参保率，贫困村农民的农保参保率
达到 26%以上，明显高于非贫困村22.5%的参保水平。但其镇保的参保率为 18.9%，却明显
低于非贫困村的参保率水平（23.9%）。同样，对属于镇政府驻地或具有区位优势的村庄，其
农民农保参与率为 15.3%，远低于非政府驻地或相对缺乏区位优势的村庄。而具有区位优
势的村庄农民镇保参保率为 28.4%，则高于缺乏区位优势的村庄镇保参保率（23.3%）。此
外，村庄的集体事务管理的民主状况不同，则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也存在差异。如在民
主水平高的村庄，农民的农保与镇保参保率分别为 23.26%和 24.34%，都高于民主水平低的
村庄的农保参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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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类型特征的村庄农民农保和镇保参保率及其养老金标准差异

农保参与率

（%）
领取农保养老金标准

（元）

镇保参与率

（%）
领取征用地养老金

标准（元）

是否贫困村

否 22.52 118.96 23.96 352.85
省定 26.27 60.25 18.92 328.25
省以下 27.65 85.14 19.63 335.89
是否是镇政府驻地

是 15.3 106.25 28.45 368.34
否 23.29 116.72 23.38 350.67
村集体资产处置的民主状况

村民大会 23.26 108.68 24.34 347.58
董事长 17.12 138.14 22.91 468.57
村干部 21.97 138.71 21.44 361.59

注：（1）“集体资产非民主决策 1”和“集体资产非民主决策 2”是类型变量，其参照系是村庄集体资产处
置由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即民主决策；其中，类型“非民主决策 1”表示村庄集体资产处置由董事长决
定，类型“非民主决策 2”表示村庄集体资产处置由村干部决定。（2）剩余标准差为 22.39；F统计值为 16.38。
（3）***、** 和 * 分别表示在 0、1‰和 1%水平上显著。

表 4 农保和镇保参与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镇保参与率

估计 估计

截距 12.213*** 29.841***

非镇政府驻地村 7.599** —
村庄户数规模 0.027*** - 0.028***

村庄人口规模 - 0.008*** 0.008***

政府征地规模 1 - 0.015*** 0.011***

集体资产非民主决策 1 - 0.288
集体资产非民主决策 2 - 2.707*

村级经济收入 - 0.002** —
村福利支出 - 0.042*** 0.044***

农保养老金水平 0.012*** - 0.031***

农保参与率

标准误 T值
2.797 4.367
2.486 3.057
0.004 6.836
0.002 - 5.030
0.004 - 4.139

0.001 - 2.899
0.012 - 3.643
0.004 3.304

1.384 21.559

0.004 - 6.613
0.002 4.958
0.001 7.482
9.080 - 0.032
1.301 - 2.080
— —
0.012 3.775
0.003 - 7.778

标准误 T值

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行为选择及其保障水平的因素分析

三、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及其保障水平的村庄差异

（一）对农保参与率和镇保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考虑村庄的农保参保率存在的差异可能与村庄的许多特征性因素存在潜在的相关关

系，本文利用 2007 年上海农业普查中的村庄调查数据对可能影响农民参加农保与镇保的
各类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在剔除有关存在疑义的村庄记录之后，我们选择的数据库包含上
海郊区总计共 1 854个村庄，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后，有关解释变量的选取及回归结果如
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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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村庄层面的数据没有包含农民参保的个人特征的信息，而是仅仅以各个村庄的农

民平均参保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与社会特征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有关村庄层面农民参保率的大量解释因子还没有被纳入进

去，因而其解释的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由于回归系数值非常小，显然，各类影响因子的

变动对农民参保率的影响是十分微小的，但回归的 T 值和 P 值大体上是经过检验的，其回
归结果所列出的变量是显著的。
关于在不同村庄农保参保率水平差异的解释，由回归结果可知：

1.相对于镇政府驻地村庄而言，非镇政府驻地村具有更高的农保参保率。同样，村庄住
户规模越大及村公益性支出水平越高，则农保参保率也相应更高。其中，村庄公益性支出有
可能对农民参加农保提供了补贴支持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这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来

加以说明。
2.相对而言，村庄人口规模、政府征地规模、村经济收入及村福利支出等变量则对农民

参加农保存在负面影响。村庄的人口规模越大，或征地规模越大，则农民农保参保率越低。
其中，政府征地会引起更多的农民参加镇保或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障，从而降低该村庄的农

民参加农保的激励。当然，村庄人口规模越大则农民参保率更低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此外，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农民参加农保的比例也越低，这与前文的描述及非贫困村的影

响是一致的。不过，关于村级福利支出，即村干部工资等管理费用越高，则其农民的农保参
与率越低，这里的影响机制是不清楚的，这有可能是村庄的福利支出增加在另一方面降低

了村的公益性支出的缘故。最后，还可以发现农保养老金水平对农保参保率具有显著的正
向激励作用，即农保养老金领取标准越高的村庄，其农保参保率也越高。

3.关于不同村庄的镇保参保率差异的解释。与对农保参保率的影响方向相反，村庄人
口规模、政府征地规模及村福利支出等变量则对农民参加镇保存在正向影响。即村庄的人
口规模越大，或征地规模越大，则农民镇保参保率越高。显然，政府征地引起了更多的农民
参加镇保，这与征地降低了村庄农民的农保参保率刚好相反。但是，村庄人口规模越大则农
民镇保参保率越高，而村庄户数规模越大，则农民镇保参保率越低，这两个变量对镇保参保

率的影响方向刚好也是与对农保的影响相反。
同样，村级福利支出对镇保参保率有正的贡献，这与该因素对农民的农保参与率影响

是相反的。此外，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民主管理的类型 1 即村集体资产处置由董事长
决定对镇保的影响不显著。在村庄管理民主化方面，相对于村集体资产处置由村民大会表
决决定的民主方式而言，村集体资产处置由村干部决定的村庄具有更低的镇保参保率，这

表明在集体资产管理更民主的村庄具有更高的镇保参保率的激励。
最后，可以发现农保养老金水平对镇保参保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即农保养老金

领取标准越高的村庄，其镇保参保率就越低，这表明农保和镇保两种制度模式存在一定的竞

争性关系，一种制度模式的保障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农民对另一种制度模式参与的激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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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农保养老金标准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由于镇保的养老金标准是全市统筹决定的，其水平与上一年的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是一致的，并在不同乡镇和村庄大体是相同的。但由于农保和征地补贴养老的养老金标准
是根据各个地区乡镇和村庄的补贴水平决定的，所以在不同村庄存在明显的差异。以下，分
别以农保养老金标准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作为因变量，利用村庄的人口、经济社会结构
方面的因素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 5 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农
保养老金标准，村庄的区位即是否是镇政府驻地及村庄公益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所以在后

向逐步回归中被剔出了。而在关于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的回归中，村庄集体资产管理的民
主状况及村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也不显著，在逐步回归中也被剔除了。

注：（1）剩余标准差为 140.8；F统计值为 9.776。（2）***、** 和 * 分别表示在 0、1‰和 1%水平上显著，
其余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不显著的变量已剔除。

表 5 农保养老金标准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

估 计 估 计

截距 104.338*** 128.732*

非镇政府驻地村 - 135.284*

村庄户数规模 - 0.115*** - 0.563***

村庄人口规模 0.040*** 0.412***

政府征地规模 1 - 0.015 0.329***

集体资产非民主决策 1 26.049 —
集体资产非民主决策 2 27.239*** —
村级经济收入 0.007* —
村福利支出 0.113 0.852***

农保养老金标准

7.535 13.846

0.024 - 4.590
0.009 4.240
0.005 - 1.740
53.374 0.488
7.545 3.610
0.003 2.015
0.066 1.706

标准误 T值 标准误 T值
61.159 2.105
55.270 - 2.448
0.089 - 6.331
0.034 12.112
0.031 10.465
— —
— —
— —
0.249 3.413

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行为选择及其保障水平的因素分析

首先，关于农保养老金的标准决定，村庄户数规模和政府征地规模越大，则农保养老

金标准越低。而村庄人口规模和村级经济收入对农保养老金的标准有积极的影响，即人口
规模越大或经济收入越高的村庄，其农保养老金标准也越高。同样，福利支出较高的村庄的
农保养老金标准也较高。此外，相对于管理民主程度高的村庄（如集体资产由村民大会决
定），集体资产管理主要由董事长或村干部决策的村庄，其农保养老金标准则更高。
其次，关于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的决定问题，村庄户数规模和村公益支出越大，则

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越低。而相对于一般村庄而言，镇政府驻地具有区位优势的村庄
征地补贴养老金更高。同样，村庄人口规模、政府征地规模和村福利支出都对村庄农民的
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具有正的作用，并且不同的影响变量估计都具有很强的显著性。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与传统的基于农民个

体的抽样调查研究相比，基于村庄的经验研究能够观察到一个村庄整体的农民参保激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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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保障水平不仅仅是农民个体选择的结果，而且还受村庄层面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政
治民主情况的影响。
村庄地理位置越便捷（或越接近镇政府所在地）会提高农民参加小城镇保险的积极性

及征地补贴养老金的水平，而降低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激励；类似的，村庄人口规模越大不

仅会降低农民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比例，而且会降低农民领取的农保养老金及被征地农民

的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同样，征地规模和村庄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则会降低农民参加农村
养老保险的激励，其中，征地规模的提高会降低农民的农保养老金水平，而村级经济收入水

平越高则会提高农民的农保养老金标准。
村庄集体事务管理的民主决策对农民的参保率和保障水平有一定的影响，相对而言，在集

体资产管理更民主的村庄，农民的分权化要求参加小城镇保险的激励更高。而在养老金保
障水平方面，相对于管理民主程度高的村庄（如集体资产由村民大会决定），集体资产管理

主要由董事长或村干部集权决策的村庄，则有更强烈的动机提高农民的农保养老金标准。
而村级经济福利支出对农民参保激励及其保障水平也有显著的影响。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一些检验不显著及没有得到检验的因素。研究发现，村集体资产处

置的民主程度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都没有显著影响，同样，村

庄的经济发达程度却对小城镇保险的参保率和征地补贴养老金标准缺乏显著影响。当然，
由于缺乏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及家庭规模和结构等因素都没有得到考

虑。此外，地方政府的支持意向和力度也没有被本研究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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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will raise the old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public’s conceptual change
about birth will help decrease children dependency ratio gradually; therefore, the total social dependency ratio will basically keep stable in the

coming decad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aging trend will not heavily increase the burden of the staff and workers in the future, and it thus

may not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How Computer Use Have Changed the Wage Structure of Young Workers: Evidence from Yunnan Province

Gao Mengtao Yan Ming Bi Lanlan·59·

This paper applies Yunnan youth survey data in 2008 to examine whether employees who use computers at work earn higher wage rates.

Hierarchy models are estimated to control the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that might be correlated with job -related computer use and earning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employees who use computers at work earn 33 to 76 percent higher hourly wage and this wage premium is

related to the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This might be a premium to the capacity of learning new skills more effectively and fervidly.

The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y Graduates Gao Riguang Sun Jianmin Zhou Bei·68·

This paper conducte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probe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A four-factor model was built: self-actualization, pursuing honor and wealth,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influence. Hierachical Cluster

analysis was used to verify the four-factor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In this study, the construct and content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were also discussed, and the conclusion and implications were presented at the end.

An Analysis on the Living Arrangement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Macro and Micro Observations Wang Yuesheng·76·

Using both“macro”census data and“micro”village survey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ving arrangement of the elderly aged 65 and

above in the countryside. The study shows that at present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elderly over 65 in rural areas have at least one survival

son, and about 70 percent of the elderly have two or more survival sons. There is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living with one married son

and formed a lineal family. However, the elderly parents with more than one son tend to live separately with their sons, and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taken care by sons in rotation when they are unabl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lthough their basic needs such as food and

clothing are satisfied, the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areas lack of disposable economic resources are not comparable in living conditions with

younger generations, and their medical expenditure is much lower. Generally speaking, the livelihood state of the elderly has not improv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at of the young people.

Factors Determining Farmers’Participation in and Level of Rural Social Pension: Village-level Evidence from Rural Shanghai

Zhao Deyu Liang Hong·88·

Based on a household survey covering all villages of rural Shanghai, the paper describe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portion and the level

of farmers’participation in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It concludes that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y convenience, population s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governance pattern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farmers’incentive of participating in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and change its level as well.

Empirical Study on Migrant Workers’Industrial Injury and Desire for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Seven Cities Xu Daowen·97·

Based the data collected in 7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ituation of industrial injury of migrant workers and builds regression

models of desire for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It concludes that factors such as gender, industrial type, enterprise type and work feature

correlate significantly with occurrence of industrial injury，and that factors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of industrial injure insurance, educational

level, industrial type, and enterprise type make a notable impact on the desire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insurance.

How Migrant Workers Reside and What Do They Want：A Case of Jiaxing, Zhejiang Province Kong Dong·104·

The residing status and changing trend are important indicatives of migrant workers’livelihood and human development. Based on a

sampling survey, this paper reveals such inform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policy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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